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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通释》是明清时期楚辞学的名作。作者

王夫之（1619 — 1692），字而农，号姜斋，晚年屏

居湖南衡阳石船山著述讲学，世称船山先生。该书

《序例》落款为“岁在乙丑秋社日”［1］。康熙乙丑

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是年王夫之虚岁六十七

岁，距离崇祯帝自缢约 42 年。

该书著述动机，郭在贻说：“明清之际，注楚

辞者甚多，大多借注释屈赋，寄托其故国之思。

此类著述中，《楚辞通释》最负盛名。王氏自序

其《九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

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可谓慨乎言之。通观全

书，借注释屈赋以阐发治乱之道、抒泄家国之情

者，不一而足……可谓感慨系之。’”［2］郭氏说王

夫之释《九歌·礼魂》于旧说之外，卓然成一家

言，却未提及《楚辞通释》乃针对旧注而发。通

过注释《楚辞》以阐发治乱之道、抒泄故国之思

确为王夫之重要的撰述动机［3］，不过该书对于学

术的追求也是不应忽视的。对此，《序例》交代

得很明白。王夫之指出阐释的基本原则是“属辞

比事”，王逸注释《楚辞》未遵循此原则，导致

文意割裂，毫无逻辑。“王叔师之释《楚辞》也

异是，俄而可以为此矣，俄而可以为彼矣……昧

于斯旨，疑误千载。”［4］王夫之注释《楚辞》的

动机之一就是纠正旧注舛误——“凡此类，交为

 正 之。”［5］

《序例》云：“《经解》曰：‘属辞比事。’未有

不相属而  成辞者。”［6］王夫之指出“旧注”在言与

意、时与事上多有谬误，主要原因是昧于 “属辞

比事”之法。汉代以来就有“依经立义”的传统，

为何只有王夫之提出将“属辞比事”的方法拓展

为文学批评？经学家注重阐发微言大义，某些经

典注释极其冗长，对某一个字的解释可达十余万

言，史学家则擅长将不同历史事件加以比较，发

现其中的相通、相似之处。王夫之除精通经学外，

亦精通史学，因而他能在吃透文本的基础上，对

上下文的语境、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加以贯

通，这也使得《楚辞通释》的价值高于明清时期

的一般楚辞学著作。

学界关于《楚辞通释》的研究多集中在版本、

撰写背景、学术成就、楚辞学理论等方面，关于王

 属辞比事：王夫之《楚辞通释》的
阐释原则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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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王逸《楚辞章句》阐释《楚辞》遵循“依经立义”的原则，朱熹《楚辞

集注》注释《楚辞》从“六艺”出发，这些以经学方法阐释《楚辞》的注本，客观上

为《楚辞》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起了助推作用。王夫之将《礼记 · 经解》中的《春秋》

之教“属辞比事”引入《楚辞》阐释，则发前人之所未发。“属辞比事”的原则在《楚

辞通释》的具体阐释中主要体现在意、辞、事三个层面。在意的层面，王夫之对屈子

之“忠”和“怨”的理解与前人不同，强调从恩、义、情理解屈子之“忠”，认为屈子

之“忠”经历了忠爱、忠怨、忠愤等阶段，“怨”亦是“忠”的表现。在具体阐释实践

中，王夫之采用“就文即事，顺理诠定”和互文性研究的方法对辞与事进行诠释。王

夫之融贯经史、注重文本内在逻辑的阐释方法对于当代楚辞学和当代文学批评皆有启

示意义。

关键词 屈原；王夫之；《楚辞通释》；属辞比事；阐释



216

2022 年第 3 期

夫之将“属辞比事”作为《楚辞通释》的阐释原

则，在该书中运用“属辞比事”之法进行阐释，则

罕有讨论［7］。“属辞比事”的来源和本质是什么，

王夫之为何采用这种阐释原则，如何具体实践，是

本文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属辞比事”：《楚辞通释》的
  阐释原则

“属辞比事”最初是《春秋》之教。《礼记·经

解》指出“六经”之教都有化民成俗的作用。《春

秋》之教的方法和途径是“属辞比事”。“属辞比

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

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8］

王夫之《礼记章句·经解》注云 :“‘属辞’，

连属字句以成文，谓善为辞命也；‘比事’，比合

事之初终彼此以谋得失也。记者引孔子之言而释

之，言自圣人删定以后，立教之道尽于‘六经’，

为君师者以此为教，俾学者驯习而涵泳之，则

变化气质以成其材之效有如此矣……《诗》《书》

《春秋》则因昔人之辞与事而备存以待学者之自

择，倘立教者未察于圣人之旨而徒倚其文，使学

者莫得其归趣，则其失有如此者……乱，谓习战

争游说之术……‘六经’之教，皆穷理尽性，本

无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导学者于大中至正之

矩，则人皆兴起于至善而风俗完美，盖经正而

庶民兴，异端曲学不得窃而乱之矣。”［9］肖锋指

出，郑玄所指之“辞”是指诸侯朝聘会同相接之

辞，“事”指罪辩之事。孔颖达认为“事”为褒

贬之事。但在王夫之这里，“辞”是指普遍意义

上的文辞，“比事”为比观事情之始终而考察得

失，其目的指向了得失的考察而不仅限于褒贬之

大义［10］。

用经学方法阐释《楚辞》，王夫之并不是首

例。《楚辞》不属于“五经”的范畴，但汉代统

治者和贵族对《楚辞》极为偏爱。淮南王刘安作

《离骚传》，其书今亡。东汉校书郎王逸在光禄

大夫刘向整理的《楚辞》文本基础上进行诠释。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王逸以为诗人提

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

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

土。”［11］“依经立义”表明王逸有意识地将《楚

辞》阐释向经学阐释靠拢，以此提高《楚辞》的

经典地位。“章句”是对经典的诠释。《楚辞章

句》作为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少数“章句”之

一，采用了两汉经学诠释中政治诠释法。柯马丁

指出：“王逸《离骚》注，便采用了《毛传》处

理《诗经》同样的道德—历史框架。对《离骚》

的政治性解读——诗歌本身显然也支持这种解

读——也扩展到了《楚辞》中的其他作品。”［12］

朱 熹 注 宋 景 文 公“《 离 骚 》 为 词 赋 之 祖， 后 人

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13］

时，指出楚人之词的阐释方法亦应以“六艺”而

求之。“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

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

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

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

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

而其变也，又有甚焉……然《诗》之兴多而比、

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

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14］ 朱熹以

“六艺”之法阐释《楚辞》，采用的亦是典型的

经学阐释方法。由此可知，王夫之以经学方法

释《楚辞》，延续了自东汉以来以经学方法阐释

《楚辞》的传统，不过，将“属辞比事”移植到

《楚辞》阐释中，关注辞、事、意三者的关联，

则是他的首创。

具体到《楚辞》的阐释原则，王夫之认为，阐

释者（注家）的原点是“屈子之本末”，包含“本

事”与“本意”两方面。拟之三段论法，大前提

是“屈原之本末”、小前提是《楚辞》之文本。把

握了大前提，对《楚辞》的文本理解就有了稳固

的基础。《序例》云：“《经解》曰：‘属辞比事。’

未有不相属而成辞者。以子属天则为元后，以下

属天则为六㝢，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或积崇

隆为泰华，或衍浩瀚为江海，卮出而不穷，必不

背其属，无非是也。”［15］“元后”意为天子。“㝢”

同“宇”，四方上下为宇。六宇即四方上下之意。

“相属”即逻辑的一惯性。大前提、小前提与结

论之间必须保持这种逻辑性。王夫之认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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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如同创世：先确定天（元后）和地（上下四

方）。天、地一旦创立，山、海以及世间的一切都

有了存在的基础。此后触类旁通，或为泰山、华

山，或为江海，只要不违背这个逻辑的起点和连

贯性，无论怎样阐释都是可以的。因而，“属辞比

事”的原则既把握了阐释的边界，也承认了阐释

者的自由。

在 王 夫 之 看 来， 阐 释 者 的 作 用 相 当 于 立 教

者，立教者通过阐释作者的“精意”对学者进行

教化，使其理解作者的原意，达到化民成俗的

作用。他认为阐释的最终目的是教化。汉儒认为

好的作品具有教化功能，能够提高读者的道德

水平。《诗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

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16］王夫之的观点与之大

致相同，认为教化是王化之基。对于《诗经》的

首章《关雎》，王夫之即从“忠”的角度来阐释：

“故曰《关雎》者王化之基。圣人之为天下基，未

有不以忠基者也。”［17］ 对于《楚辞》，王夫之认

为王逸的阐释没有稳健的原点，没有把握屈子之

本末，对辞、事、意的解释“不相属”，逻辑上

不连贯，随意性很强：“舍本事以求情，谓山为

窪沼，谓海为冈阜，洞崖似沼，波涛似阜，亦何

不可？”［18］

对于旧注中存在问题，朱熹也有过类似感慨，

他自述之所以撰述《楚辞集注》，原因之一是“说

者已失其趣”［19］。朱熹和王夫之的撰述动机之一

都是试图改变以往《楚辞》注疏中关于“义理”

的谬误，其中最大的谬误，就是对作者本意的

曲解。

二 从意的层面看王夫之
对“属辞比事”的实践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贯穿“属辞比事”

的原则，主要体现在意、辞、事三个层面，其中

“意”是阐释的原点。他强调把握作品的时、地，

在涉及辞与事的解释时，强调先“熟绎篇中之旨”。

他提出“蔽屈子以一言，曰‘忠’”［20］。对于屈原

之“忠”的阐释，是《楚辞通释》全书的“大前

提”。要让这个“大前提”能立得住，他要对屈原

之“忠”进行合理的阐释，否则整本书的逻辑就

是混乱的。王夫之认为屈原的“忠”并不是简单

地臣对君的职责和义务，还包含了很多的感情因

素。“忠”是主基调，在此基调上，屈原的情感中

杂糅了“爱”“怨”“愤”等复杂的心理，因此他对

屈原之“忠”的定义是忠爱、忠怨、忠愤。正是由

于对“意”的强调和把握，王夫之对《楚辞》的解

释不仅是单纯的文学阐释，还包含了文学心理学的

阐释。

以往注家对于屈原之“忠”大多是肯定的，

但对于屈子之“怨”则持否定态度。班固批评

屈 原“ 露 才 扬 己 ”， 颜 之 推 病 其“ 显 暴 君 过 ”。

班固《离骚序》云：“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

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

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

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

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

椒、 兰， 愁 神 苦 思， 强 非 其 人， 忿 怼 不 容， 沉

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

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谓 之 兼《 诗 》《 风 》、《 雅 》 而 与 日 月 争 光， 过

矣。”［21］ 朱 熹《 楚 辞 集 注· 反 离 骚 后 序 》 曰：

“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

然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辨论而自

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辨说所能

全也……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

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它可

以一切置之而不问。”［22］在王逸以后的注家看

来，屈原的“忠”是值得被肯定的，“怨”则被

认为是有害的，尤其在君臣之道上，“怨”是一

种被否定的情绪。王夫之则不这么认为。在他看

来，无论是班固、颜之推等人对屈原的贬抑，还

是朱熹对屈原“大节”的辩护，都没有真正理解

屈原。

其一，王夫之认为，屈原之“怨”与后世文人

为个人之生计、为个人之前途而怨有本质的区别。

小人之怨计较的是个人利益，“然如息夫躬之悁戾、

孟郊之龌龊，忮人之憎矣”［23］。屈原与之“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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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方枘，必不相容”［24］。他明知小人乱政，国之

必亡，而己不容于世，无力回天。因而屈原并非怨

一己之悲，而是为社稷、为百姓而怨。《哀郢》题

解云：“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

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

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

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25］

屈原之“怨”源于其“忠”，是“爱君忧国”之心

的体现。《悲回风》卒章注云：“君不闵己之死而

生悔悟，则虽死无益，心终不能自释。盖原爱君

忧国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愤世疾邪，婞婞

焉决意捐生而已。”［26］贾谊虽然距离屈原时代最

近，但未能把握到屈原的精神实质，“然为赋以吊

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27］。班固认为“怨怼君

王”是屈原之过。王夫之则认为，“怨”亦是“忠”

之表现。此“怨”并非悲一己之不遇，而是为君

惜、为国悲，是“忠臣之极致”的表现。《惜往

日》题解云：“谗人张于两世，国势将倾，故决意

沉渊，而余怨不已，诚忠臣之极致也。”［28］王夫

之在该篇“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注

中说：“贞臣一以君国为心，所云伊、吕、戚、奚

者，惜君之不王不伯，岂以身之不遇为愤怒，如

刘向诸人之所叹哉？”［29］海德格尔指出：“情绪被

当作流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为‘灵魂状态’的整

体‘染上色彩’。”［30］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屈原

的“怨”是为“灵魂状态”（爱国忧君）整体“染

上色彩”，不理解他的“怨”，就无法正确地阐释

他的“忠”。不能正确地阐释“忠”，就失去了了

解“屈子之本末”的基点，也就无法对屈骚做出

正确的阐释。

其二，王夫之指出，屈原之“怨”是有过程

的，与楚怀王和顷襄王对他的逐步疏离有关。屈

子的“忠”虽是一以贯之的，但从“忠”到“忠

怨”“忠愤”，则反映了他的情感、思想的变化。

时、地、事不同，屈子之情不同，文本的风格随之

改变。这是屈赋阐释的基点，也就是他所谓“元

后”“六㝢”。王夫之强调阐释《楚辞》必须“属

辞比事”，理由即在于此。楚怀王时期，屈原虽然

自疏于汉北，犹有所冀，至顷襄王时期，则决意自

沉，故忠愤之情不可强抑。王夫之认为《天问》作

于楚怀王时期，该文并非如王逸所言为泄愤之作，

而是讽谏之作。“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

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

疑贤信奸，为兴废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

于此而至……原本权舆亭毒之枢机，以尽人事纲

维之实用，规瑱之尽，辞于斯备矣，抑非徒泄愤

舒愁已也。”［31］而《九章》作于顷襄王时期，屈

原已决意自沉，题解云：“《离骚》之作，当怀王之

时。怀王虽疏远原，而未加窜流之刑。其后复悔，

而听之，欲追杀张仪而不果。原以王不见听，退

居汉北，犹有望焉。故其辞曲折低回，虽有彭咸

之志，固未有决也；言讽而隐，志疑而不激。迨

顷襄狂惑，窜原于江南，绝其抒忠之路，且弃故

都而迁寿春。身之终锢，国之必亡，无余望矣。

决意自沉，而言之无容再隐，故《九章》之词直

而激，明而无讳。”［32］

其三，屈原之“忠”是“忠爱”，是一种源于

血缘关系的“爱”，而不是义务性的忠、规定性的

忠。王夫之说 :“盖其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

于生死之外。虽复百计捐忘，而终不能遏。”［33］

钱锺书认为，屈原之不能去国，主要是“眷恋宗

邦”［34］。“眷恋”是情，“宗邦”是义。在钱钟书

之前，王夫之在恩、义之外，也单独拈出了一个

“情”字。“而义则君臣，恩则同姓，情则成言有黄

昏之期，又安能置故都于不怀耶？往复思惟，决以

沉江自矢。”［35］

笔者认为，王夫之提出的“情”这个层面值得

重视。与楚王同姓的臣子很多，为什么唯独屈原有

此“孤贞”之心？王夫之认为，在“恩”“义”的

基础上，屈原的“忠”还融入了个人的情感，楚昭

王与屈子“约黄昏以为期”，他们之间既有君臣之

义，又有知遇之情。这使得屈原之“忠”虽蕴含了

忠君爱国的思想，但与后世儒家对忠的规定不同。

它不是外在的作为臣子的义务，而是源于他与两代

楚王 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楚怀王个人之知遇之情，

因而他的“忠”是“孤忠”“孤贞”“忠爱”“忠

孝”“千古独绝之忠”。

王夫之在《思美人》题解中指出，屈原之死

并非出于愤怒：“忠谋章著，而顷襄不察，誓以必

死，非婞婞抱愤，乃以己之用舍系国之存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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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见宗邦之沦没，故必死而无疑焉。其曰‘指

嶓冢之西隈’，微词也，抑要言也。刘向、王逸

之流惟不知此，故但以不用、见逐为怨。使其

然，则原亦患失之小丈夫而已，恶足与日月争光

哉？”［36］屈原料定楚必亡而不忍见其亡，于自沉

之前，仍然“指嶓冢之西隈”，表示与秦势不两

立。嶓冢是秦的发源地，刘向、王逸之流对此茫

然不知，不能理解屈原之“怨”的真正内涵，认

为屈原不过是因其“不用”“见逐”而“怨”，大

大地矮化了屈原的形象，窄化了他的精神世界。

王夫之说，如果按刘向、王逸的理解，屈原不过

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小丈夫，这样的人，又怎能与

日月争光呢？

王夫之认为屈原不是不知隐退之道，他可以选

择去国离乡，或是隐居起来与世沉浮，但他不忍为

之。《渔父》题解曰：“《渔父》者，屈原述所遇而

赋之。江汉之间，古多高蹈之士，隐于耕钓，若接

舆、庄周之流，皆以全身远害为道。渔父，盖其类

也。闵原之忠贞，将及于祸，而欲以其道易之。原

感而述之，以明己非不知此，而休戚与俱，含情难

忍，修能已夙，素节难污，未尝不知冥飞、蠖屈者

之笑己徒劳，而固不能从也。”［37］屈原的自沉，是

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抉择。他反复思考过两者的利

弊。他的被逐是已然的事实，这个事实不足以让他

感到威胁，而顷襄王不听劝谏，谗人祸国，让他预

判到整个楚国即将倾覆，这种预期让他感到“怕”

和“畏”，正是这种与楚国休戚与俱的情感威胁到

了他的生存。

朱熹虽然把握到了屈原之忧的实质（“屈原

之忧，忧国也”）［38］，但认为屈原之忠超过了臣

子应有的限度。针对朱熹所说的“忠而过”“过

于忠”的说法，王夫之在《离骚》注疏中两次予

以反驳。在《离骚》题解中，他说：“夫以怀王

之不聪不信，内为艳妻佞幸之所蛊，外为横人之

所劫，沉溺瞀乱，终拒药石，犹且低回而不遽

舍，斯以为千古独绝之忠。而往复图维于去留之

际，非不审于全身之善术，则朱子谓其‘过于

忠’，又岂过乎？”［39］王夫之认为，屈原并非没

有想过全身远退，也不是不知道应当如何全身而

退，他是在进退之间反复思考，经过了深思熟虑

之后做出的选择。在注释《离骚》结尾“陟陞皇

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

局顾而不行”时，王夫之对朱熹的“忠而过”说

再 次 予 以 批 驳：“ 得 修 性 养 命 之 术， 与 天 为 徒，

精光内徹，可以忘物忘己矣。乃倐尔一念，不忘

君国之情，欲禁抑而不能，则生非可乐、和不可

久，魂离魄惨，若仆悲马怀，而远游之志顿息。

盖其忠爱之性，植根深固，超然于生死之外。虽

复百计捐忘，而终不能遏。即以巫咸之告于道无

损，抑无以平其不已之情，而况比匪奸邪以求

容，背去宗邦而外仕，曾足以动其孤贞哉？……

而君子从容就义，固非慷慨轻生、奋不 顾身之

气矜决裂者所得与也。审乎进退者裕而志必伸，

原之忠，岂‘忠而过’乎？”［40］王夫之在拟作

《九昭·扄志》题解中，再次对朱熹的“忠而过”

进行反击。

王夫之对屈子之“忠”的强调，一方面是对屈

子人格的客观分析，另一方面，与其对历史的认

识和个人的处境有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

二《文帝》章中指出：“诚以安君之谓忠，直以正

友之谓信，忠信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宁

矣。”［41］“故人主之宜远躁人，犹其远奸人也。则

亲亲尊贤之道，其全矣乎！”［42］对臣子而言，诚以

安君，直以正友，方能天下安宁；对人主而言，亲

贤臣，远小人，实行亲亲尊贤之道，才能实现国家

的长治久安。这是历史得失成败的教训。屈原在当

时举国无同心之侣。千载之后，王夫之在南明小朝

廷的际遇比屈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夫之与屈原

同有幽贞之志、孤贞之情，对屈原的“忠贞”“忠

爱”“千古独绝之忠”“哀愤忘生”之情有着切肤的

认识，因而对朱熹“忠而过”“过于忠”的评价极

不认同。

此外，《楚辞通释·序例》指出：“韵、意不

容双转，为词赋诗歌万不可逆之理。”［43］这一点

在《姜斋诗话》中亦有所强调［44］。王夫之对《楚

辞》采用“分节立释”之法，目的是尽可能保持

文意的完整，这也是对“属辞比事”原则的具体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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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辞的层面看王夫之
对“属辞比事”的实践

王夫之在意的层面阐明屈原之“忠”的大前提，

指出“盖原爱国忧君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愤

世疾邪，婞婞焉决意捐生而已”，驳斥朱熹对屈原

“忠而过”“过于忠”的观点，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

从辞与事两个层面，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诸多内证。

辞与事涉及修辞学和叙事学。属辞属于修辞学

的范畴，比事属于叙事学的范畴。属辞之法又称约

文属辞之法。台湾学者张高评指出：“司马迁《史

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编次《春秋》：‘去其

烦重，约其辞文，以制义法。’史料文献之或取或

舍，或笔或削既以初定，促成骨骼生血生肉，进而

气运神行者，莫过于约文属辞。”［45］

文 本 是 由 文 字 组 成 的。 具 体 到《 楚 辞 通

释》文本，王夫之的“属辞”表现为对文字的阐

释。伽达默尔认为：“在此我们回想起一件事实，

即诠释学本来的任务或首要的任务就是理解文

本。”［46］“文字性（Schriftlichkeit）就是自我陌生

性（Selbstentfremdung）。所以，对这种自我陌生性

的克服，也就是对文本的阅读，乃是理解的最高

任务。”［47］在克服自我陌生性时，阐释者往往要

经历一个类似于同心圆的过程：“理解的运动经常

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在各种同心圆中扩大这种被理解的

意义的统一性。一切个别性与整体的一致性就是

正确理解的合适标准。”［48］在解释《楚辞》中的

文字时，王夫之首先被某种意义预期所支配。他

必须对《楚辞》的整体意思有所了解，才能具体

分析《楚辞》的文本。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

例》中提到的“未有不相属而成辞者”，“相属”

就是个别与整体、辞与事之间的一致性。王夫之

自述《九歌》的阐释方法为“就文即事，顺理诠

定”［49］，意思就是从辞、事所处的具体语境出发，

根据整体的大意理解个别的词句，这是一个典型

的同心圆模式。接下来以《离骚》为例，分析这

种阐释方法的利弊。

其一，从利的方面来看：

原文 释文

［1］名余曰正则
兮，字余曰灵均

灵，善也。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
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
赋体然也。［50］

［2］曰黄昏以为
期兮，羌中道而
改路

黄昏，日将落而黄，乃向昏黑。古者婚礼
成乎夜，喻君臣道合，若婚姻之好合。［51］

［3］余既不难夫
离别兮，伤灵修
之数化

离别，君不用则退而待放。数，亟也。化，
变也，变前约也。君虽齋怒，犹必固争，
指天自明，不避祸谪，非己强于求伸，亦
为君之故耳。乃君亟信谗邪，取与己所定
之成谋而弃之。疑其人并废其道，非己之
辱，而实国之灾矣。［52］

［4］索瓊茅以筳
篿兮，命灵氛为
余占之

瓊茅，《尔雅》谓之“葍”，其花赤；《本
草》谓之“旋覆花”。索，所革切，求取也。
筳，折竹枝。篿，为卜算也。楚人有此卜法，
取瓊茅为席，就上，以筳卜也。［53］

［5］欲从灵氛之
吉占兮，心犹豫
而狐疑

原不忍背宗国，且尝受王之宠任，尤不
忍 绝 君 臣 之 义， 故 灵 氛 告 以 他 适 而 不
欲从。［54］

［6］ 余 以 兰 为
可恃兮，羌无实
而容长。委厥美
以从俗兮，苟得
列乎众芳。椒专
佞以慢慆兮，榝
又充夫佩幃……
览 椒 兰 其 若 兹
兮，又况揭车与
江蘺

兰、椒，旧说以为斥子椒、子兰。按：子
兰，怀王之子，劝王入秦者，素行愚顽，
固非原之所可恃；且以椒、兰为二子之名，
则榝与揭车、江蘺又何指也？此五类芳草，
皆以喻昔之与原同事而未入于邪者。当日
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尔。原方任事之日，
竞附于正人之列。君信邪弃忠，则旦夕改
而党佞，庸人之恒态也……上邪而下佞，
素为君子者皆变而之邪，乱之已成，不可
救药也。［55］

［7］瞻前而顾后
兮，相观民之计
极

前后，古今也。计极，计其兴亡得失之度
数也。［56］

“就文即事，顺理诠定”有助于阐释者从上

下文的具体语境着手，通过具体语词的训释，深

入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内涵。 具体说来，［ 1］从文

体（赋体）上解释屈原以“正则”代替“原”的

理由；［ 2］［ 5］释辞兼释意；［ 3］“数化”的“数”

解释为亟，与上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

而齋怒”的“齋”配合，以急速释“数”，殊有

见地；［ 4］释楚俗（筳卜）颇有胜解；［ 6］突破

旧说；［ 7］简洁传神。郭在贻在评述《楚辞通释》

中说：“又该书不仅长于探赜文心，烛照微旨，其

注语也颇富文采，绝无注疏家饤饾故实、质多

文 少 之 病。” ［57］ 王 夫 之 虽 然 以 源 于 经 学 的 阐 释

方法注释《楚辞》，却非常反感以陋学究之法解

诗，因而他的阐释简洁而直击要害，无质多文少

之弊。

其二，从弊的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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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释文

［1］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 纚纚

矫，反剥之也。纫，纽而揉之也。胡，
大也。绳，綯也。纚纚，绳垂貌。以
木根蹙茝，以大绳穿 薜荔，束缚桂蕙，
喻君子之受摧残也。［58］

［2］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民，人也，谓同列之小人，如靳尚之
党。艰，险也。［59］

［3］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浩荡，如水渺茫，支派不分也。民，
人也。不察，不辨其邪贞也。［60］

［4］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萧，白蒿。［61］

“就文即事，顺理诠定”的负面效果是在义理和

文字训诂方面有一定的随意性。 于省吾认为，王夫

之《楚辞通释》号称名著，但疏于文字、声韵、训

诂之学［62］。王夫之以大绳穿薜荔束缚菌桂，比喻

“君子之受摧折”。薜荔、菌桂皆芳香久固之物，比

喻所行者皆忠善长久之道也。从后文“謇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来看，此处应当指不同于

世俗的美好服装，借以比喻高洁之志。王夫之在

［ 2］注释中将“民”释为人，［ 2］“民生之多艰”意

为靳尚等小人内心险恶，［ 3］批判君主不察邪贞。

相比之下，朱熹注［ 2］“哀此民生遭乱世而多难

也”［63］，释［ 3］“民，谓众人也”［64］，从情理上更

说得通。王夫之对义理的解释往往抛弃旧注，自立

新说。其中某些观点确有新意，对于理解“屈子之

本末”有所帮助，但某些观点在情理上或逻辑性上

则不如旧说。在文字训诂方面，《楚辞通释》相比于

旧注并不占优势。吴冠君撰文指出王夫之《楚辞通

释》中名物训诂有十条失当之处。比如［ 4］中王夫

之释“蒿”为“白蒿”。吴冠君指出：“‘蒿’，‘蒿’

类植物通称，非定指白蒿。‘蒿艾’，系泛指草中之

贱者；句中蒿艾，应作此释，注失义。”［65］地名、

物名具有唯一性，倘若不查证工具书或实地考察，

仅仅根据上下文义猜测，容易出错。王夫之在注释

地名和物名时，对于《水经注》《地理志》等工具书

的运用不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总的来说，瑕

不掩瑜，《楚辞通释》仍是楚辞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四 从事的层面看王夫之
对“属辞比事”的实践

“属辞比事”不仅是经学阐释法，也是重要的

叙事学方法。“属辞比事”作为《春秋》诠释学的

方法和理论被史学家、古文家（散文）所采用，在

中国古代传统的叙事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

事”即比次史事。比次之法有先之、后之、依之、

错之之别。张高评总结古代叙事方法，提出对叙、

类叙、侧叙、提叙、预叙、补叙、结叙、原叙、追

叙、带叙、插叙、琐叙诸法。王夫之在《楚辞通

释》中的“比事”主要是发掘《楚辞》文本自身的

叙事手法，对文本所叙之事进行诠释。接下来以

《离骚》为例，分析“比事”之法，了解王夫之对

《离骚》叙事法的主要观点。兹列表如下：

原文 评语

［1］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
之不吾与

事中夹意［66］

［2］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
其代序

亦似承上文暗转［67］

［3］惟夫党人之偷乐兮 宕一句［68］

［4］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
修之故也

又急下二语［69］

［5］夫孰异道而相安 意中遥送［70］

［6］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
其犹未亏

又收回［71］

［7］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
错辅

险短之节［72］

［8］夫孰非义而可用兮 承简以舒［73］

［9］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
而延伫

辞不类，以伸其意［74］

［10］及荣华之未落兮 宛折尽致［75］

［11］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
弃而改求

煎金作液［76］

［12］理弱而媒拙兮 意中百折，笔委曲以赴之［77］

［13］苏粪壤以充帷兮 辞似重而意各别［78］

［14］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
犹豫而狐疑

结上即以赴下，暗渡无梁［79］

［15］览椒兰其若兹兮 旷然远引之句［80］

［16］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
翔之翼翼

点染生色［81］

据《楚辞通释·前言》介绍，康熙本和道光本

首页书题《楚辞通释》下有小字“评点并载”［82］。

王夫之的上述评点主要是针对《离骚》艺术特点

和结构方法，偶尔阐发思想。从评语来看，王夫

之认为《离骚》的叙事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

一，事与意的关系，以［ 1］为代表；其二，辞与

意的关系，以［ 9］［ 12］［ 13］为代表；其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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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包 括 收、 放（ 宕 ）、 引、 结 等， 以［ 2］［ 3］

［ 4］［ 6］［ 14］ 为 代 表； 其 四， 与 艺 术 特 点 相 融

合 的 结 构 方 法， 以［ 5］［ 7］［ 8］［ 9］［ 10］［ 11］

［ 15］［ 16］为代表。其中对于辞、意重复的点评（［ 9］

［ 13］）格外值得注意。在《离骚》中有大量辞重复或意

重复的句子，但辞与意同时重复，这样的情形是不常

见的。王夫之分别从“辞不类，以伸其意”“辞似重而

意各别”加以阐释，有助于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点。

王夫之从整体上对《离骚》的叙事手法进行了

概括：“原引身自退于汉北，避群小之愠，以观时

待变，而冀君之悟，故首述其自效之诚，与怀王相

信之素、谗人交搆之繇；而继设三端以自处，游志

旷逸，舒其愁绪；然且临睨旧乡，蜷局顾眄，有

深意焉。至于终莫我知后，有从彭咸之志，矢心

虽夙，而固有待，未遽若《九章》之决也。”［83］

在他看来，《离骚》可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二部

分“设三端以自处”，可分为三个小节。如此解释，

则《离骚》层次分明，结构明朗。

从释事的角度来看，在《离骚》注释中，王夫

之与以往注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离骚》卒章的理

解。朱熹对“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

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的解释是：“言我如

此调度以自娱，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宓妃、

佚女、二姚之属，意犹在于求君也。余饰，谓瓊珮

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壮，亦巫咸所谓年未晏、时未

央之意。周流上下，即灵氛所谓‘远逝’、巫咸所谓

‘升降上下’也。”［84］这是在楚辞学史上普遍接受

的观点。王夫之的解释则与之完全不同。王夫之认

为“和调度以自娱兮……周流观乎上下”表现的是

道家的修身养性之法，与《远游》旨意相通。“女，

音汝，谓自求生理，犹释氏所谓‘主人翁’者。余，

巫咸代原自称。饰方壮，道家所谓‘鼎未败’也。

周流观上下，游神物外，体天地之和也……从俗求

容，既义所不可；求贤自辅，而君德已非，风俗尽

变；若委质他国，又心之所不忍为；惟退而闲居，

忘忧养性，以自贵其生。审彼二术，唯此差堪自

慰，所以不从女媭之詈，不听筳篿之占，如下文所

云，退居汉北，终怀王之世，抑《远游》一篇所繇

作也。”［85］释“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云：“以下皆养生之旨，与《远游》相出入。”［86］

王夫之以道家养生之法释“周流观乎上下”，是

否符合屈子之本意呢？这一点争议很大，吴汝纶、

谭承耕等认为这是王夫之的重大失误。然而，随着

对楚俗、楚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当代楚辞学

者认同王夫之的观点。从出土文物来看，1973 年马

王堆汉墓出土的《行气玉佩铭》（战国初期）《导引

图》《养生方》和 1983 年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

《引书》表明，从战国至汉代，道家养生之法在楚

地广泛流行。屈原生在楚国，有道家思想，是极为

自然之事。从《离骚》文本来看，屈原多次的周游

（如“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济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

风余上征”“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等）

都是想象之中的游历。王夫之释卒章“周流观乎上

下”为王昏昧终不可辅，屈原退而闲居，以自贵其

生，这种阐释与《离骚》的文本是自洽的。从旁证

来看，宋玉《九辩》为悯屈子之悲而作，其卒章亦

涉及放游志乎云中、炼丹求仙的具体方法。“愿赐

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87］王夫之注

云：“此代屈子之言也。游志云中，怀仙也。既不见

用，退而隐处，离尘孤游于方之外，盖因《远游》

之旨而申言之。”［88］王夫之采用互文性研究的方法

阐释《离骚》《远游》《九辩》中屈原的“周流观乎

上下”，这种“比事”之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结 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王夫之将其作

为阐释原则，运用到《楚辞通释》的阐释之中，具

有方法上的合理性。王夫之注重意、事、辞三个层

面的联系，从大前提上把握“屈子之本末”，注意

辞与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形成

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避免了注释的饤饾之弊。在

“属辞比事”的大原则指导下，王夫之采用“就文

即事，顺理诠定”的阐释方法，这种方法有利有

弊，其中对于屈子之“忠”与“怨”的阐释颇有胜

解，对于《离骚》卒章的解说有所突破，但阐释过

程中亦存在一定的随  意性。王夫之在注释《楚辞》

的过程中自主融贯经学、史学研究方法，取得了超

出前人的成就。这种融贯经史、注重内在逻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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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方法，对于当代楚辞学和当代文学批评都具

有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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